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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修改法律要伴随着法律条文序号的整理，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基本上是采用全部条文重排的模

式。但是，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序号重排模式具有严重的弊端，容易引起相关法律制度不必要的连锁修改，

容易导致因修改法律而产生技术性的疏漏，容易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顺畅阅

读。因此，在法律修改时根据条文删除或增加的情况，选用适当的条文序号整理模式是有很大社会效益的立法技

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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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修改是一种对既有法律通过立法程序予

以变更的立法活动，其结果是在实质上改变既有法

律规范的内容。根据《立法法》第５３条第２款的规

定，“法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

的法律文本。”因为法律规范内容的表达是以条款

形式连结组合的文本，因此除了极为个别的情形

外，对于法律规范内容的实质修改总是伴随着法律

条文外在结构的形式更动，如增加条文、删除条文

或调整条文次序等，由此导致每次法律修改后所公

布的新的法律文本，通常要有被修改法律条文序号

的整理。虽然对法律条文序号的调整只是伴随法

律修改而为的技术措施，但实际上，对法律条文序

号的调整具有很大的实用效应，能够对法律的阅读

与应用效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我

国法律修改时的条文序号整理模式进行分析，进而

阐释各个整理模式的特点与利弊，并为今后的法律

修改提供可资参考的技术建议。

一、两种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及其利弊

本文所指称的“条文序号整理”，是将法律文本

中的每一个条文视为单独完整的结构元素，在不考

虑条文内部的文字内容是否有变化的前提下，仅指

修改法律时对文本中的条文数量、次序等所进行的

重新编排组合。根据我国至今的立法实践，法律修

改时的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可分为两种，即全部条文

重排式和固化序号删加式。

所谓“全部条文重排式”，是指在法律修改时，

只要对所修改法律的既有条文进行了删除或在既

有条文之外增加了新的条文，就将该法律的所有条

文进行重新排序，重新建构该法律条文从第一条到

最后一条依次顺序的完整序目。例如，１９９５年《票

据法》于２００４年修改时，只删除了该法的一个条文

即第７５条，然后便“对条款顺序作调整后，重新公

布”。①经过这次修改，《票据法》由１１１条减为１１０
条，而条款顺序调整的结果，是原《票据法》第７６条

以下条文序号依次重排。再如，１９９５年的《商业银

行法》于２００３年修改时，增加了５条，删去了１条，

《商业银行法》整体上由９１条增加为９５条，其条款

顺序作全面调整后重新公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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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固化序号删加式”，是指在法律修改时，

对所修改法律的原有条文序号不做更动，如果有删

除的条文，就在保持其上下条文序号不动的前提

下，明确标识该删除条文“已删除”，如某法律第７
条被删除，就在第７条序号旁注明该条“已删除”，

其第６条以上与第８条以下的各个条文序号均保持

原状；如果有增加的条文，就在所修改法律中规定

事项最接近的条文之后加入该条文，而该条文之上

或之下的原有条文序号保持不变，如某法律修改时

在第１８条之后增加一条，就直接将该新增条文加

在第１８条之后，以“第１８条之一”标识该条文序号，

原有第１９条及以下各个条文序号均保持原状。大

陆法系国家修改法律时，固化序号删加式是常用的

条文序号整理方法。例如，日本《证券法交易法》几

经修改，其规定上市公司公开收购制度时在该法第

２７条之后以“之二”直到 “之三十”增加了３０多个

条文，因为其中“之二十二”之后还有“之二十二之

二”等３个条文。③ 再如，《韩国商法典》修改时删除

其第３６条，就在法律文本上直接注明第３６条“删

掉”，其第３５条及以上与第３７条及以下的条文序号

均保持不变。④ 在我国，对于１９９７年《刑法》在修改

时也采取了固化序目删加式的序号整理模式。例

如，根据１９９９年《刑法修正案（一）》第１条的规定，

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

六十二条之一”；根据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八）》第

１条的规定，“在刑法第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

十七条之一”。⑤

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式的条文序

号整理模式，其技术功能与实际效果是利弊互现

的。全部条文重排模式的优点是：（１）有助于实现

对修改后法律文本的顺畅阅读。因为修改法律时

将全部条文重新排序，其间没有因删除而发生的条

文空缺，也没有加进“某条之一”、“某条之二”时的

叠加累赘，所以阅读法律条文时可保持顺畅。（２）

有助于实现法律文本在形式上的美感。因为将修

改后的法律条文全部重排，法律文本没有形式上的

残缺感，给人以齐整有序的结构外观。但是，全部

条文重排式在具有上述优点之外，也有难以避免的

甚至可以说是很严重的缺陷。其一，容易引起相关

法律制度不必要的连锁修改；其二，容易导致因修

改法律而发生的技术性疏漏；其三，容易扰乱法律

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其四，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

献的顺畅阅读。

固化序号删加式的技术功能与实际效果也是

利弊互现的，并且与全部条文重排式正好相反对

应。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优点是：（１）在修改法律

时，可以避免对相关法律制度不必要的连锁修改，

降低法律制度的修改成本。（２）可以减少因修改法

律而产生的技术性疏漏，维护法律文本的规范性和

严肃性。（３）可以尽量避免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

记忆，有助于延续对法律条文的习惯表达。（４）可

以减少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阅读障碍，有助于维持法

学研究智力成果的持续利用。当然，如同全部条文

重排模式也有缺陷一样，固化序号删加模式也有其

自身缺陷。其一，在对法律条文的顺畅阅读方面，

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阅读效果不如全部条文重排

模式。其二，在法律文本形式上的美感方面，固化

序号删加模式的文本外观不如全部条文重排模式。

就目前我国法律修改情形来看，除了在刑法修

改时对法律文本的整理采用了固化序号删加式外，

对于其他法律的修改，无论是修正还是修订，对于

修改后法律文本的条文体系整理，都采取了全部条

文重排式。其情形虽然习以为常，但个中原因及其

效果值得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刑法修改时的法律

文本整理采用固化序号删加式，绝不是对全部条文

重排式和固化序号删加式这两个模式之间进行利

弊比较的结果。因为只要对这两个模式进行深入

的利弊比较，其比较结果所显现的明显优劣差异，

就会导致在大多数的法律修改中弃用全部条文重

排式而采用固化序号删加式，而不是只在刑法修改

时采用固化序号删加式。在刑法修改时采用固化

序号删加式，主要是基于方便贯彻法律适用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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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六法全书》，三省堂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２２页以下。
《韩国商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页。

在法律原条文序号之后新增加一条时，日本、韩国是以“之二”起始标识，我国则是以“之一”起始标识，我国台湾地区亦是以“之一”起
始标识。两种起始方式缘于对条文层次划分的逻辑思维不同和文字表述习惯不同，其条文标识效果却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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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因为刑法的修改将产生新的罪名、罪状和罚

则，固化修改前刑法的原有序号，有利于识别和检

索修改后刑法中不同条文的制定时间与生效时间。

二、全部条文重排式固有缺陷的细解与例证

如上所述，在我国至今为止的法律修改实践

中，除了在刑法修改时采用了固化序号删加式之

外，其他法律修改时都采取了全部条文重排式。全

部条文重排式固然有其优点，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

并且是严重的。只有具体而深刻地认识到全部条

文重排式的固有缺陷和现实问题，才能避免全部条

文重排式在法律修改时“带病上岗”。

（一）容易引起相关法律制度不必要的连锁

修改

所谓法律的“连锁修改”，包括两层含义：一是

指某一法律规范所在条款的实质内容修改后，带动

同一法律其他条款也要进行相应修改，例如，同一

法律中在前条文序号更动，其后各条文序号也要相

应更动，条文内容中含有其他条文序号的，也要进

行修改更动。二是指法律规范的实质内容经修改

后，基于原法律规范所建构的其他相关制度也要进

行相应的修改，例如，《公司法》全面修改后，与该法

相关的刑法（如其中有关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犯罪的

条款）、行政法规（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大量

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都要进行相

应的修改，以实现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所

谓“不必要的连锁修改”，是指相关法律制度的连锁

修改不是因基准法律实质内容的修改所导致的，而

仅仅是其法律条文序号的更动所导致的。法律条

文序号的更动不过是一个条文编排的技术措施，但

仅仅因一个法律条文序号的更动，却迫使同一法律

其他条文特别是其他相关法律制度也得跟着进行

连锁修改，显然增加了法律修改的成本，并且不必

要地耗损了法律应尽量保持的稳定性特质。因为

法律的稳定性不仅是指规范内容的稳定性，也包括

法律结构形式的稳定性。⑥

首先可以想象的是，条文序号重排会导致准用

性条款的连锁修改，因为被准用的条文序号更动

时，准用性条款的内容自然也要随之修改。更常见

的法律规范建构方式是，在我国许多法律的“法律

责任”章中，对于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往往以

违反所援引条文序号的规范内容作为表述方式，如

１９９５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违反本

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擅自批准出让或者擅

自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的，……给予有

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２００７年该法修改时只增加

一个条文作为第６条，⑦其原第６条及以下条文序号

都做了更动，原第６３条调整为第６４条，该条正文中

援引条文的序号也做了更动，变为“违反本法第十

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这次《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只修改了１个条文，但因此而更动正文中援

引条文序号的就有６个条文。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建构中，一个法律颁布后往

往有一系列的其他法律制度与之配套。如果仅仅

因为法律条文序号的更动而导致一系列的法律制

度做相应调整，无疑是立法资源的不必要耗费。例

如《民事诉讼法》于２００７年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

专门颁布了《关于调整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的决定》（以下

称“调整引用条文序号的决定”），用了８１个条文，

对涉及多达３２个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的原《民

事诉讼法》条文序号进行了一一调整，以与修改后

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相对应。

（二）容易导致因修改法律而产生的技术性

疏漏

由于在法律中准用条文或援引条文隐含于众

多的条文中，在因法律修改而调整法律条文序号

时，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立法技术性错误，影响法

律的严肃性。例如，２００３年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

时并未修改第４８条，⑧但是在对该法进行条文序号

调整时，不仅原第４８条变更为第４９条，其正文“违

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提供贷款或者担保的”，

也调整为“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提供贷款或者

担保的”。与单纯形式结构性的法律条文序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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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立法理论与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１６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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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法律正文中所引用条文序号的更改应当视为

法律实质内容的修改，因为正文中引用条文序号的

更改可以包括行为模式、适用场合等的实质内容变

更。因此，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中，明明改

动了原第４８条的正文内容，却没有在修改决定中

明示。这种情况在我国的法律修改中很常见，但显

然不符合立法技术应当完备的要求。

由于一部法律修改后涉及的相关法律制度太

多，即使如最高人民法院这般注意不同法律制度之

间相互援引条文序号的对应一致性，仍然难免挂一

漏万。例如，“调整引用条文序号的决定”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称《票据法司法解释》）中引用的《民事诉讼

法》条文序号进行了调整，但就是该“票据法司法解

释”，却没有与修改后的《票据法》条文序号做相应

调整。例如，根据《票据法司法解释》第６７条，依照
《票据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伪

造、变造票据者……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
《票据法》于２００４年修改后，原第１０３条、第１０４条

已经调整为第１０２条、第１０３条，《票据法司法解释》

却并未做相应调整，已然与票据法的相关条文不对

应。《票据法司法解释》第７５条、第７６条也存在同

样的问题。

（三）容易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应用过程中，法律的条文序

号往往要起到条文“名称”的作用，即法学研究者或

法律工作者在以文字或口头表述法律某条的内容

时，不必复述该条文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必概括

该条文的主要内容，仅以该条文序号指代该条文内

容即可。例如，提及“《合同法》第５１条”，研究合同

法的人都知道是指合同法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提

及某人行为构成“《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的情形，

就是指某人行为构成合同无效的情形。再如，在刑

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在论证被告人行为是否符

合某罪名的罪状时，往往直接以相关刑法条文序号

指代该条内容，如证明被告人行为并不符合“《刑

法》第２７０条”规定的情形，就是指该被告人的行为

并不构成侵占罪。可见，法律条文的序号在实际生

活中起到具体法律规范的“代号”作用，在一定意义

上就是具体法律规范的名称。全部条文重排模式

运用的实际效果，就是在每次法律修改时，都给所

修改法律的大部分条文改名。当有的法律经多次

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来整理条文序号，

就是不停地反复为具体法律规范改名。

直接用法律条文序号指代该条规定的内容，是

法律共同体的职业习惯，其一可以减少表述时的累

赘，节约信息传递成本；其二可增强表述的清晰度，

实现文字或口头表述的紧凑连贯。随着法学科研

实践或法律实务活动的持续，对于重要法律的重要

条文或常用条文的序号，逐渐会转化为法律共同体

的集体记忆。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共同的表

达方式相辅相成，有助于强化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认

同。因此，强化法律条文序号与所指代法律规范之

间联系的稳固性，有助于强化法律共同体对法律规

范及其表达方式的集体记忆。但是，在法律修改时

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却使同样的条文内容在法

律修改前是一个序号，在法律修改后又是另一个序

号，无疑毫无必要地扰乱了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

忆，阻碍法律研究者或法律工作者对法律条文的方

便检索和顺畅表达。

（四）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顺畅阅读

与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同出一辙，法律

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也容易妨碍对既有

法学文献的顺畅阅读。因为在法学著述中，许多撰

写者习惯以法律条文序号指代条文内容，并且有机

地将其融入论述体系中。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

条文重排模式，会导致修改后法律的条文序号与此

前相关著述中引用的条文序号失去对应关系，表现

为同一规范内容的条文序号不相一致，或者同一条

文序号指代的规范内容不相一致。例如，学者邹海

林于１９９８年出版的《保险法》在论述保险人承担被

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时，将法律有关规定注释为《保

险法》第４９条，⑨但几经修改的《保险法》第４９条现

在规定的却是保险标的转让的效力。再如，学者王

保树在一篇论文中有一个注释，注明有关公司设立

·４２１·

⑨ 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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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规定见《公司法》第２５、２８、９１、９７条，瑏瑠但修

订后公司法相应序号条文现在规定的完全是其他

事项。笔者曾于１９９４年写了一篇关于《公司法》第

１３０条、１３１条释评的论文，瑏瑡现在这两条已经调整

为《公司法》第１２７条、１２８条。

可以说，采取全部条文重排模式，每次法律修

改都会导致对以前相关法学著述的阅读障碍，因为

法学著述中引用的法律条文序号已经与现行法律

的条文对不上了。尤其是在著述正文中以条文序

号指代规范内容时，如果不注明法律的修改版本
（其实很少有作者这样注明），在法律几经修改后，

就不易检索到该条文序号指代的规范内容，甚至会

出现对以往法学文献的个别部分看不懂的情形。

如法学著述中经常有这样的表述，“根据法律某某

条的规定，应当如何如何”，当该条序号已经变更

时，认真的读者就无法简明理解该论述的法律依据

和论证逻辑。法学著述是法学研究的智力结晶，其

中蕴含的法学研究者智慧与心血应当被持久地尊

重和利用。法律的实质内容被修改，法学研究应当

顺势进展，但仅仅因某一法律的全部条文序号重排

就使既往法学文献成为“残废”，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举措。当然，如果是专著、教科书或其他专业书籍，

可以通过再版解决条文序号一致性问题。但是对

于以往的法学论文，却因不易再版处理而失去条文

序号调整的机会，这无疑是法学成果利用上的巨大

损失。

三、法律修改时应选用适当的条文序号调整

模式

法律修改时将全部条文序号重排会产生以上

弊端，却在立法工作中沿袭至今而不改弦易辙，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在我国的法律修改实践中，

经常有对法律进行全面修订的情形，如１９９７年对
《刑法》的修订，１９９８年对《土地管理法》的修订，

２００５年对《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２００９年对
《保险法》的修订等。在法律全面修订时将其全部

条文序号进行重排，具有方便法律阅读和使用的合

理性。其二，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急速发展变

化，即使只对法律部分条文进行修正，也仍然会有

条文所规定事项相同但具体内容差异较大的情形。

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８条第４款规定“合

营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

２００１年将该条款修改为“合营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

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虽然只添加了“境内”

两字，但实质内容已全然不同。在条文内容发生较

大实质变化时，维持条文序号固定的实用意义就有

所减损。其三，在法律修改时将全部条文序号重

排，已经成为立法活动的习惯做法。其四，或许喜

欢团圆全新的传统文化心理也在发挥潜隐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立法技术的选择。

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我国立法

内容与立法技术日渐成熟，既有法律条文内容的稳

定性逐渐提高，继续使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其利

愈小而弊愈大。因此，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全部条文

重排模式严重弊端的时候了，相应地，需要在今后

的法律修改活动中，认真考虑扩大固化序号删加模

式的使用范围。法律修改包括修订和修正两种方

式。对于将法律全面修改的法律修订，可以继续使

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对于将法律部分条文修改

的法律修正，理应采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但考虑

到使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已经成为立法习惯甚至

积淀成法律文化，因此在修正法律时可以视具体情

形，或者使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或者继续使用全

部条文重排模式。

在法律修正时究竟应当采用哪一种条文序号

整理模式，这里提出一个“条文删加率”的概念作为

判断标准。所谓“条文删加率”，是指在法律修改时

删除及增加条文的数量之和与原法律条文数量的

百分比。例如，《票据法》在２００４年修改之前共有

１１１个法律条文，２００４年修改时只删除了一个条

文，没有增加的条文，因此２００４年《票据法》修改时

的条文删加率仅为０．９％。所以，在《票据法》修改

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显然是极不适当的。再

如，像《公司法》在２００５年的全面修订，其条文删加

率就达到３７．８％，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就是适

当的。

·５２１·

瑏瑠

瑏瑡

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公司法面临的转变》，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５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陈甦：《公司法对股票发行价格的规制》，载《法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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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推演出一个结论：法律修改时的条文

删加率越低，就越应当采用固化序号删加式作为条

文整理模式。因为法律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越低，

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的负面效应就越大，其正面

效应就越小；而采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负面效应

就越小，其正面效应就越大。反过来，如果法律修

改时，条文删加率越高，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的

正面效应就越大，其负面效应就越小；而采用固化

序号删加模式的正面效应就越小，其负面效应就越

大。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说明在条文删加率或

高或低时，全部条文重排式与固化序号删加式的利

弊效应变动方向，并不意味着两个模式之间具有等

值的利弊互补关系。总地来说，固化序号删加模式

在整体效益上要远优于全部条文重排模式，本文第

二部分的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我国许多法律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通

常都是很低的，在仅对法律做部分修正时尤其如

此。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２００７年修改时的条

文删加率只有１．４％，《商业银行法》２００３年修改时

的条文删加率为６．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２００１年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为６．７％。就是《民事

诉讼法》于２００７年的修改，也不过增加６条、删除８
条，其条文删加率只是５．２％，完全不必要采用全部

条文重排模式。特别是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所删

除的８条是整章删除的，是整个第十九章“企业法

人破产还债程序”，瑏瑢在此情况下，采用固化序号删

加模式更容易调整处理。如果《民事诉讼法》在

２００７年修改时采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最高人民法

院就不必颁布“调整引用条文序号的决定”，就不必

因一个法律的修改去调整３２个司法解释等文件。

因此，在这里提出一个可供试行的立法技术建议：

今后在修改法律时，凡是条文删加率不足１０％的，

应当一律采用固化序号删加式的条文整理模式；然

后再根据法律修改的实践经验和固化序号删加模

式的使用效果评估，逐步扩大固化条文删加模式的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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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